
有宋一代，随着文官政治的推进，士大夫精神

的高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以
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

湖山之远则忧其君”的道德理想主义得以正式确

立，并使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深深地影响着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伦理文化发展的格局和走向。
宋不同于魏晋隋唐，在于士大夫有一种重建道德

理想、匡正世风的道德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置重

个体的道德修为和道德操守，推崇以天下为己任

的担当意识，强烈的道德建设使命感，与渴望在政

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成为有宋一

代诸多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宋史》卷

三《太祖本纪》赞语：“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

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崇尚“道

德文章”，精研“道德性命”，涵养道德品质，完善道

德人格，成为有宋一代士大夫道德生活的基本价

值追求。

一、唐末五代道德生活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宋之前的唐末五代，中国大地分裂割据、战乱

不已，封建伦理纲常惨遭严重破坏、礼乐约束力大

为失效。其中君为臣纲这一基本纲常破坏得尤其

严重。在此期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不断上演臣弑

君、子弑父，骨肉相残的恶行、丑剧，“犯上作乱”的
“乱臣贼子”更是层出不穷，朝秦暮楚的政客比比

皆是。伦理纲常的极大破坏既是唐末五代大乱局

的表现，同时也可视为是造成乱局的重要原因，两

者实互为因果。
宋代士大夫对于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强

调，产生于对唐末五代世衰道降、道德生活乱象丛

生教训的总结之中。“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

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

尽于是矣”！（《新五代史》卷一十七：“晋家人传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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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的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使得北宋政政权在建

立之初就面临着重整道德秩序、重建道德生活的

重任。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三四《一行传（序）》
中，慨叹道：“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

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五代之乱，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

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欧阳修作

《伶官传序》，通过总结后唐庄宗得天下、失天下的

历史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指出国家的盛衰主要取决于道德性命的挺立与坚

守与否。
宋朝建立后的几代君主以及统治者都十分注

重总结唐末五代十国天下纷争、道德沦丧的教训，

不仅确立了重文抑武的立国方略，而且在儒道佛

诸家的比较中选择以儒治国的路径，渴望能够建

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和伦理文明。宋太祖赵匡

胤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续资治通鉴》卷十一）。进而推崇儒家宣传的伦理道

德,力图通过弘扬儒家伦理来整顿吏治，建构长治

久安的社会秩序。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

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

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

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

幸焉。开宝元年，他下诏云：“人伦以孝慈为先，家

道以敦睦为美，矧犬马而有养，岂父子之异居？伤

败风俗，莫此为甚。应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

无得别籍异财，长吏其申戒之。”（王称：《东都事略》）

赵匡胤多次下诏，对封建伦常三令五申，且用最重

的刑罚惩治不忠不孝之徒，目的无他，就是企图通

过重振纲常，移风易俗，使赵宋政权得以建筑在更

加牢固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上。
北宋自太祖始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

略，十分重视发挥士大夫的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士

大夫的道德理想以及报效时代的壮志豪情。《宋

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指出：“自古创业垂统之

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

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

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

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

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在这样一种重文

抑武、以儒治国的大背景下，士大夫阶层充分发挥

其道德主体性和个体创造性，“以天下为己任”成为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
从范仲淹《岳阳楼记》表达出来的“先忧后乐”情怀，

到王安石上万言书中的“矫世变俗之志”，再到胡宏

“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1]135 之使

命，充分表明士大夫对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

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传统的秉承与实践。与

君主“共治”天下成为士大夫坚定的理想追求和奉

行的道德实践，“列圣传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

于朝廷之上，耻言人遇，谓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
此则祖宗之家法也”[2]545。在与君王“共治”天下的

价值目标激励和鼓舞下，有宋一代的诸多士大夫

极大地发展了先秦儒家“仁以为己任”的观念，并

积极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

之中，渴望以实际行动实现明德与新民的统一，彰

显道德理想的现实作用。

二、重建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运思和精神努力

宋代士大夫阶层始终充满着重建道德理想主

义的愿望和热情，他们渴望通过修齐治平的努力，

以期杜绝唐末五代“礼崩乐坏”局面的再度发生。
对宋代士大夫阶层来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重建符合“三代之治”的人间秩序，是贯穿他

们毕生的梦想。宋代士大夫为重建道德理想主义

作出了不懈的奋斗和努力，他们“注重在已有的东

西间去发掘其有意义的内涵，从而附与新的价值，

使其渐变而不自觉”[3]281。对程颐等理学家来说，如

果不得隆遇贤君，则以其他方式如讲学布道来担

戴起社会责任，激发人心，树立新风气，形成健康

向上的社会风气，也是他们所孜孜以求或心灵的

冀望。他们渴望能够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并且赋

予学术和立言以强烈的启迪民智和匡世救俗的道

德意义。
（一）道德性命的关注与探究

辛弃疾《渔家傲·为余伯熙察院寿》：“道德文

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就是以“道德文章”
盛誉笔下人物的。张载说：“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

之物也，己身则死，此则常在。”[4]273

周敦颐以承继儒家道统，阐发心性义理道德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与道德价值的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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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之学，开启理学主旨。《宋元学案》卷十一《濂

溪学案上》载黄百家案语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

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

起，二程（程颢、程颐）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

儒辈出，圣学大昌。胡安定（胡瑗）、徂徕（石介）卓

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

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5]482 这段案

语，指出宋儒的“心性义理”之学，由周敦颐(元公)
首先阐发，打破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
由于“元公崛起”，张载、二程等嗣而辈出，方出现

所谓“圣学大昌”的局面。
受周敦颐影响，二程兄弟致力于道德性命主

题的探讨，进一步弘扬并发展了儒家伦理学说。儒

家学说究其实质是一种成德之学，是一种道德性

命学说。它重视实践，重视行为，主张学行合一、知
行合一。因为重视实践，对于实践主体———生命就

极端重视。人的生命分为内在的德性生命和外在

的气质生命。德性生命需要涵养、充实、发展、圆
满，这是儒家道德性命理论的最终目的。气质生命

需要克制、修养以符合内在德性生命之要求。而为

了达到德性生命的圆满就需要积极向德性主体的

内在之心、内在的道德心用功，这个道德心就是心

体，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善性”。这

个心体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
二程、朱熹创设的理学试图从宇宙论的高度

论证现实世界和人间秩序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为

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论证。在二程和朱熹

看来，宇宙论是为论证道德理想的权威性和神圣

性服务的，道德理想论和道德价值论才是目的。道

德本体论和道德功夫论只有围绕道德理想论和道

德价值论才有自身的意义。由宇宙论到人间秩序，

是道德本体在人性、人心、人命等方面的展开，人

间秩序的合理性根源于宇宙秩序的合理性，这种

论证无非是要为道德理想论和道德价值论提供更

具权威的依托，是为彰显道德理想主义的内在价

值和目的价值提供理论支撑的。
王安石的新学表现了宋学以关心道德性命之

理的价值取向。“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

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

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

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

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6]反对王安

石的人，也不否认其学为“性理之学”。如当时的陈

颧著《尊尧集》，抨击王安石的《日录》是诬伪之书，

陈颧在序中写道：“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

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

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
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
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

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

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

同之也。”[7]陈颧把王安石及其后学蔡卞等的思想

学说，都说成是“性命之理”。金朝的赵秉文也有同

样的认识，他说：“自王（安石）氏之学兴，士大夫非

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其蔽至以世

教为‘俗学’。而‘道学’之蔽，亦有以中为正位，仁

为种姓，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

学。此又不可不知也。”[8]他认为荆公新学与“道学”
密切相关，它所崇尚的是道德性命。无论是蔡氏对

王安石的褒奖，还是陈氏、赵氏对王安石的贬损，

都认为王安石的“新学”是以发明“道德性命”为旨

归的。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

学”名之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而把王安石的

“新学”名之为“新义式的理学”。[9]441，436 王安石赞赏

孟子、韩愈在“穷苦颠跌”的状态下独立不移、厉行

素志、崇尚王道的精神，不仅提出文章为礼教政治

服务的文道观，继承发展了儒家道统理论，而且强

调继承圣人必须以圣人为榜样，善于革故鼎新，

“因时之偏而救之”，“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

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王安石：《三圣人》，见《临川文

集》），表现了他胸怀社稷、以天下为己任和敢于担

当的精神品质。
曾巩极重“载道”、“明理”，其于《上欧阳学士

第一书》中云:“尝自谓于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

焉，周游当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

肤、随波流、搴枝叶而已”，于《南齐书目录序》中又

云:“其明必足以明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

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

之情”，视“理”、“道”为文学第一要义，其所作文即

以穷尽事理、纯古洁净为最主要特征。在曾巩看

来，“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

也。”（《战国策目录序》）他主张文章必须建立在道德

王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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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畜道德而能文章”的命题，要

求立言必以“立德”为基准、为目标。
（二）先忧后乐精神的形成及传播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建构和价值追求，在于

它提出并彰显了“先忧后乐”的精神，使得士大夫

道德成为社会道德重建的领头羊和风向标。以范

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出于对国家前

途命运的深切忧虑，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道德命题和精神，引领并

开创了北宋中期的良好士风。
作为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范仲淹是一位既

有远大抱负又能克己自律的儒者。他十分重视自

我道德修养，认为学者应以仁义道德为先，出仕应

以利国利民为重。范仲淹从小就有成为“良相”或
者“良医”以利国利民的远大抱负，所以在他为官

期间，不计个人得失，即使多次被贬，仍然恪尽职

守，积极作为。他极力主张改革吏治，裁剪冗员，任

用贤能。虽然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

失败了，他受到排挤不得不离开京师，辗转地方任

职，但他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和“有犯无隐”、狂直

敢谏的作风反而更加突显。庆历五年，范仲淹同榜

进士和好友、巴陵郡守滕子京重修岳阳楼，邀请范

仲淹为其作记，范仲淹欣然应允，写出了一篇可以

代表宋代士大夫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令后世叹

为观止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岳阳楼记》的点

睛之笔不在状物写景，而在于抒发了士大夫阶层

的先忧后乐情怀，其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

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

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能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段话，可谓气岸高标、意
境深远，催人奋发，令人钦佩。这种以利国利民为

己任、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崇高道德精神，是对孟

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

其忧”思想和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传统的继承发

展，开启了宋代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和道德价值

追求。在宋代历史上,范仲淹是以刚健有为、独立

不惧著称的。宋人对此多有评价,如欧阳修评论他

“登朝与国论,每顾是与非,不顾自身安危”。富弼在

《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称赞他“立朝益务径雅,
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

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

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

百黜亦不悔’”[10]。韩琦在《文正范公奏议集序》中

称论范仲淹“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

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即使

遭到朝廷的冷遇，他也不以个人荣辱为怀，时时不

忘国家大事，表现出心忧天下，志济苍生的高尚的

仁者情怀。宋人和《宋史》的这些评论,无疑是对范

仲淹忧国忧民、不惧权势、刚健有为、清正自律人

格的概括和总结。
（三）圣贤气象和人格的仰慕与追求

追求圣贤人格是宋儒道德重建的重要内容。
王禹稱说：“古君子之为学也，不在乎禄位而在乎

道义而已，用之则从政而惠民，舍之则修身而垂

教，死而后已，弗知其他。”[11]张载提出四句教“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的决心。史载，张载少年时喜欢研读兵书，结

交各路英雄豪杰，志在疆场建功杀敌。二十一岁的

时候，以兵书求见范仲淹，范仲淹见到张载，“知其

远器”，故“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

兵！”[4]385 后来，他接受范仲淹的建议，孜孜以求圣

贤之道。他的《西铭》、《东铭》，被视为理学的经典

作品。《西铭》原名《订顽》，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

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右铭性质。后程

颐以为《订顽》之名另起争端，遂改定《西铭》。由于

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后世理学家的

推崇。《西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道德理想，将儒

家仁爱进行推扩，纳宇宙万物于儒家家族主义的

仁爱体系内，彰显了一幅天人合一的伦理画面。求

学于周敦颐的程颢程颐兄弟，志在光大弘扬圣人

之道。二程在教授弟子读儒家经典时，强调要在孔

子的人文关怀与道义承担的精神中寻找“圣贤气

象”，他说：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

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他们坚定

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宋

史程颢传》有言“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

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

世”。《程颐传》有言：“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

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

脱然欲学圣人，故卒得孔孟不传之学，以为诸儒

倡。”二程自觉提炼出“理”或“天理”这一核心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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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认为“理”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

是永恒存在的绝对观念或最高法则。朱熹继承和

发展了二程的思想，使道德理想主义更加精致完

善。《宋史道学传》有言，“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

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

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

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

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

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与。其于世代之

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他与吕祖谦

合编的《近思录》有专论“圣贤气象”一篇，从多方

面论述圣贤具有的道德品质和道德风范，给当时

和后世学者提供了道德理想追求和效法的价值谱

系。宋儒希望“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在承担社会

责任的同时又有个人的身心自在，在具有深切忧

患意识的同时又不能放弃闲适的心态，在坚守道

义情怀的同时又具有洒落胸襟。[12]圣贤气象不仅

包含和体现出士大夫的群体价值意识的觉醒，故

而表现出他们忧患天下的人文关怀、经世济民的

社会责任；同时包含着士大夫的个体价值意识的

兼容，从而表现出对个体心灵愉悦的追求，对自我

精神安顿的关注。

三、士大夫精神对道德价值的高标

在两宋道德生活发展史上，士大夫精神在重

建道德理想主义过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深

刻地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成为推动整

个社会发展的一股道德清风。重建儒家倡导的

“礼义廉耻”之道德准则，既出于维护和巩固“大

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现实政治需要，又是儒者文

士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主体后的社会理想和价值

意识的体现。
《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

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
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

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

之陋矣”。源自孔、孟、屈原的士大夫精神与宋代

君主右文尚言的开明政治相互激励，在宋代孕育

出了一批批富于淑世理想、勇于直言进谏的士大

夫群体。他们秉承仁义忠孝的道德准则，从为国

为民的宗旨出发，向皇帝上万言书，提出这种救

世安民之策，将传统士大夫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

阶段和水平。
率先将这一理想和意识付诸实践而成为儒士

典范的是范仲淹，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

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主张重振士风，并作《四民诗士篇》，其中有

“前主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

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

与妍”等诗句，肯定士大夫尊道贵德、崇仁尚义之

精神操守，同时也批评士风不振和士大夫精神失

却，“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

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主张端正士

风，整饬吏治，建立“明体达用之学”，使进入仕途

的士阶层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富贵，而是

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这

种儒家之士即孔门弟子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
者，他们把个人的祸福得失、富贵贫贱置之度外，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进退沉浮不能改变

其志向。《岳阳楼记》所表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激励、感染了一代

士风，高度张扬了儒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

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

乎”的当世之志和人格情怀。朱熹称颂范仲淹：“本

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范公平日

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

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至范文

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13]3086。
在宋代，像范仲淹这种胸怀天下的儒者甚多，

如“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

从违”[14]496 的苏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等。太宗、真宗

朝名臣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

己任”。“好言时务”，“直言时政得失”。真宗称他

“得争臣之体”，数予擢拔。及其病卒，犹“遗表劝

上”。真宗“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

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
此谏官，亦不可得’。嗟叹久之，特赠工部侍郎”。

欧阳修也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践行着和高扬

者。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

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

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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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子”之说有所不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

亦不可低估。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指出：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

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论之

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

至晚而不衰。”王安石还盛赞欧阳修“功成名就，不

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

腐散”，可以与山川同在，与日月齐辉。
在范仲淹、欧阳修等的引领和激励下，宋代

士大夫形成了一种特立独行、忧国忧民不忧私的

精神传统。“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

尚，尽去五季之陋”（《宋史·忠义传》）。张载、司马

光、王安石、程颢、程颐、苏轼等人心系天下苍生

和百姓冷暖，有一种为民请命、为国代言的使命

情怀。虽然其政治主张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

但是他们对于北宋政权“积贫积弱”的局面都十

分不满，从而主张实行变革，以图实现富国强兵

之目的。[15]174 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都

致力于修齐治平之道。熙宁二年（1069），苏轼在

《上神宗皇帝书》中指出：“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

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
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

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

庙，则宰相待罪。”由于宋初赵匡胤制定的“不得

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以及制定的以儒治国等

方略，必然激发士人狂热的淑世情怀和直言勇谏

的人文正气。宋代士大夫因直谏而得罪皇帝或权

臣，虽被贬谪，却无死罪，因此还能获得刚正不

阿、忠直敢谏的美誉，一有机会就可能重获升迁。
许多名臣都有这种经历。可见当时朝野人心对文

人士大夫的尊重与推崇。像这些敢于坚持正义的

士大夫虽然动辄被贬，但却能赢得人心和美誉。
在宋代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还能很快得到重用。
皇帝也乐于启用这类“直臣”、“谏臣”。这就是苏

轼所说“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之意。
南宋时期尽管朝廷软弱，士大夫精神还是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批忠义狂直之臣在国难

当前的情况下，尽倾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

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如战乱中砥柱中流的

李纲、宗泽、赵鼎，皆有狂直之名。孝宗朝名臣张

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

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

宗尝言伏节死主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言敢谏

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

义？’……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

加怒者，所谓可以理夺云尔”[16]。名儒周必大，官至

将相，立朝刚直敢言。孝宗曾对他说：“意卿止能

文，不谓刚正如此”，“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

重”。光宗朝中书舍人楼钥“持论坚正”，“缴奏无所

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

且已’”。
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因凭道德理想主义展现出

一种与其它时代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他们往往

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志向，具有高尚的道

德情操、博大的道德胸怀，以一种广阔的心胸探索

着安身立命的哲理，又以一种浩然正气追求着高

尚其事、激扬蹈厉、重气节、尚志操的独立精神，将

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书写

了士大夫道德生活新的篇章。
“在宋代，道德的要求变得第一重要，提倡修

习气质、超越际遇。先天的才气刚柔，后天的际遇

坎坷，都可以通过道德的固守来填平，而理想的道

德都是一样的”[17]104。然而，当道德理想主义膨胀到

无以复加地步的时候，它转向伦理中心主义和道

德权威主义，于是其负面因素开始显示出来，造成

了对人正当物质生活欲求的忽视甚或嫌憎，产生

了相当的偏弊和负面效应，教训尤当汲取。
然而，就道德生活的发展需要和精神建构而

言，道德理想主义又是不能缺失的。缺失了道德

理想主义，就会导致道德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进而消减道德力量，造成道德生活的沉沦和堕

落。正常的道德生活既需要立根于道德现实，更

需要在立根现实的基础上崇尚和追求道德理想，

以道德理想来改造和提升道德现实，进而实现道

德理想向道德现实的转化。道德生活作为一种既

自然又超越的生活，本质上是理想性与现实性、
价值性与存在性的辩证统一，舍弃了道德理想的

道德生活，就是一种不完整和不正常的道德生活，

它极有可能陷入无魂和无方向的深渊不能自拔。
当然，一味追求道德理想而不注重道德现实的生

活，也是一种不健康和不人性的道德生活，极有可

能导致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这是我们研究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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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或道德现实主义需要时刻铭记的道德生

活之重要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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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tandards of Moral Values and Mo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ism in the Song Dynasty

WANG Ze-ying
(Mor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i, J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 that scholar-bureaucrats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ral ideals, rectification of public morals and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They
put emphasis on individual morals and behaviors, honored themselves in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devoted them-
selv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s, all of which were combined together with the endeavor to make great achievements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Moral idealism in the Song Dynasty originated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ranged from the concern and research of morals and life, the raising and promotion
of grieve first and rejoice afterwards, to the admiration and pursuit of saints. The morals of scholar-bureaucrats came into
being in the process and reconstruction and advocation of moral idealism, which became the spiritual supports for the
moral idealism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moral idealism; moral values;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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